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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抗战：冯友兰的爱国思想与哲学实践 
 

徐锋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于中国危难之境苦心孤诣创立“贞元六书”新理学体系，

这并非偶然，而是对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哲学求解。与当时大多数抱有爱国心但手无缚鸡

力的读书人一样，冯友兰并没有直接走上战场，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努力探寻抵御

民族侵略的良方。“贞元六书”分别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

道》和《新知言》，表达了他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

努力，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抗战所抱持的必胜信念和个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还指出，

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

行现代化的建设。中国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大多都没有能活着回来，

但冯友兰坚信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

活着回来。“贞元之际”意味着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他从程朱理学中发掘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来激发中国百姓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运

用于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去，正是“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杰出典范。这种“贞

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哲学抱负，是冯友兰爱国思想和哲学实践相结合的努力，在他自己

完成了由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同时，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大众提供了哲学上的指导，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精神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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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创立了“贞元六书”的新理学体系，并非偶然之举。当时国内的

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它要求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要各尽所能，为抗战

服务。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所能做的就是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为抗战作

精神上的指导。此前学术界对冯友兰的研究，多侧重于作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或者是意识

形态上的评判，不够重视冯先生根本的人文关怀所在，模糊淡化了他“贞下起元”、“旧邦新

命”的哲学抱负，这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本文拟将冯先生的爱国思想和哲学实践结合起来

加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处民族危难之境 
1928 年后，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公推为“清华大学

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代表清华教职员及清华教授会主持并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

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

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

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这就是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

八”事变以后，冯友兰便十分关心战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

表清华教授会起草了致国民政府电文中称： 
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 

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 
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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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 
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 
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 
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① 

在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建议其改正之余，冯友兰也表明了自己作为一

个哲学家的担心和忧虑。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日寇的入侵，北京的失

陷，在从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到昆明的辗转跋涉中，冯友兰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亲

身体验了国家民族危亡的滋味，他写诗说：“洛阳文物己成灰，汴水繁华又草莱。怀古非祗

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②思想上虽然有些伤感，但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对

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充满信心的，这也充分体现在他 1939 年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歌辞中。

歌辞说：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 
    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 
    血。尽茄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 
    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 
    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 

复神京，还燕碣。③ 
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冯友兰在《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一文中说：“汪精卫的

行为，倒行逆施，愈出愈奇。……自民初以来，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维。这

实是一个很危险底事。这些人的原意，不过以叛徒为革命家的别名。但是久而久之，或有人

以为叛徒的本身，即有什么好处，不论什么叛徒，都没有什么好处。若有人为作叛徒而作叛

徒，那就无所不至了。……离开道德的观点，完全从个人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汪精卫的行为，

对于他亦不见得合算。他非至愚，何以见不及此？此又何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于旧日的

典籍中，找到解释。……简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痛快淋漓地对汉奸逆贼进行

了道德上的批判。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他在 1946 年撰写的纪念碑文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

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

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这个碑文

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虽然冯友兰在当时对将来要建设的现代化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了，

并不清楚，但这“确代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愿望”。④ 

二、苦心孤诣作六书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半壁河山，许多重要部门和单位纷纷被迫“南渡”，中华大地上

笼罩着阴云，悲观消极的情绪到处蔓延。与那些悲观消极论者相反，冯友兰认为沦陷的失地

一定会光复，中华民族必然会重新崛起。而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

能更广泛地功员群众。冯友兰认为，“民族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而这种

“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⑤坚定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①《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22 页。 
②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 页。 
③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4 页。 
④丁祯彦：《冯友兰新理学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贵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⑤冯友兰：《论民族哲学》，《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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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走向胜利。 
这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可以得到说明。序文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

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

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

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此

段序文，表面上是在说一切先哲著书立说的宗旨，实际上也是在述说自己的抱负，欲借圣贤

以立言。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创作《贞元六书》的

第一本《新理学》时，正是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8 年清

华大学由北平迁到南岳时写的。1939 年，全体军民进入抗日战争的高涨阶段，取得了一系

列胜利。冯先生说：“十四个月以来，我们可见，对于中国大众，爱国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

而已是活底道德。”①这一年，《新理学》正式出版，而他创作的外在动力，就是全民族的抗

战。实际上，“贞元六书”的前五种都是抗战时期写成的，其中充满了对于抗战胜利、民族

复兴的希冀。 
   “贞元六书”的提法，“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关键时期，他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冯友兰对抗战所抱

持的必胜的信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②这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就显得非常清楚。

冯友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

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

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③冯友兰在此明确地说，他从事哲学创造的目的是为国家致太平，

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心立命之地。具体地说，就是为全民族的一致抗战，提供一种理论的说明。

比如，《新理学》重视共相，就是当时民族至上，一致抗日，救亡图存的民族心理的反映。

后来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回忆卢沟桥事变后，随清华迁到南岳时的心情说：

“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

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

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

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④至于《新理学》，则

不仅书名有中国味，而且内容有中国味，所以“打动了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⑤ 
对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心动机，冯友兰晚年犹有清楚的记忆。他说：“在抗战时期，

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

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

全世界的洋洋大国，居于领先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我当时的哲学思想，也接近程、朱道学。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已

经掌握的武器。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

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⑥冯友兰在此明确地说，他是为了为抗战作贡献，所以才接

着程朱道学往下讲。后来的事实，证明冯友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新理学》问世之后，被

学术界的许多人认为是民族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并且大部

                                                        
①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2 页。 
②李中华：《冯友兰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 页。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3 页。 
④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8-439 页。 
⑤郁有学：《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7-118 页。 
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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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冯友兰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

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所以“贞元六书”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

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新原人》自序），表现出强烈

的爱国深情。在《新事论》也有民族自信的豪语。张岱年先生说，冯友兰“试图为‘抗战建

国’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理论基础，用意是很明显的”①。还有学者也认为，在“贞元六书”

中，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于造

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充满信心。② 

三、经济发达是出路 
“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后来

易学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一年四季的循环。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

贞代表冬。“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冯友兰解释说：“所谓‘贞元

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

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

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

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③赤诚的表白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说明冯先生的哲学探索，并非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

或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聊以自娱，而是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

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除了哲学理论上的建构外，冯友兰还从国情出发，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取得

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

的建设。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即非往前闯

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此，冯友兰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

战，一面建国，弘扬中国文化与“斗争的精神”异曲同工的“无逸”的精神。他指出，中华

民族四千年的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的，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

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复兴。 
在他看来，“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实上已经分成两种：（一）经济先进的民族，即所谓

‘城里人’。（二）经济落后的民族，即所谓‘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先进的民族是剥削

者、压迫者，经济落后的民族是被剥削、被压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对后者施行压迫。”④在冯

友兰看来，中国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恢复城里人的资格？而英美及西欧等

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

革即所谓产业革命。因为有了这个改革，所以才使‘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东方底乡

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里，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里的盘剥，如果想得到解放，唯一底办法，

即是亦有这种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的要素，即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实现工业化。
⑤冯友兰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经济变革，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否则一切无所

依凭，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合理的。 
日本侵略是中国人遇到的“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这种民族的兴亡与历

史的突变在冯友兰的内心深处掀起了轩然大波，促使他进行反思，其内容体现在《贞元六书》

中，他所反思的问题并不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的纯哲学的问题，也并非是引进西方的新实

在论接着程朱理学讲，仅仅着眼于中西哲学的结合；实际上，其所反思的问题虽然涉及到方

                                                        
①张岱年：《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中州学刊》1991 年第 2 期。 
②李中华：《三史释今古 六书纪贞元》，《文史哲》2003 年第 1 期。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6 页。 
④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88 页。 
⑤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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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就总体而言，全部是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谋得经

济上的变革和发展，探索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由一个传统的旧中国进

身为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列于世界民族之林。换言之，“《贞元六书》是

一部忧患之书，是一部中华民族在那个面临着‘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耻辱’的时代寻找

如何脱困的出路之书”①。 

四、阐旧邦以辅新命 
正是有感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冯友兰结合民族的危难和国家的兴亡的

实际感受，系统地反思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且把那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赋予其新的涵

义，将之运用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现实生活中去。他用“贞元之际”以说明抗战时期固

面临压城之黑云，但也是民族复兴与民族觉醒的前夜。而“贞下起元”则明确表示了冬去春

来之意，冯友兰这里所表示的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困难正在过去，新的曙光就在眼前。贞元

六书的提法充分展示出冯友兰的哲学思考是与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的，表明坚定的民族立

场是他理论探索的根本来源，爱国主义的情缘是他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②他是以

学术创作活动的方式，自觉地参与到民族抗敌大业的努力之中。 
这正如《新事论》的结语“赞中华”中所说：“真正底中国人己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

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

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③可以看出，其中所体现的反映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的伟大精神和深沉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冯友兰看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蕴涵在传统文

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中的。 
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他这样写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己经过去了，但

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

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

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

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

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冯友兰的一生系心于中华

民族的复兴，系心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的毕生工作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

传统为未来的社会建设提供营养。他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

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

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

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④ 
时代的大变故推动着冯友兰从一个哲学史家发展成了一个哲学家，迫使他将哲学探索和

国家民族的危难联系思考，并付诸实践，“贞元六书”正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他用哲学

家特有的语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财富，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抒

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完全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根本人文关怀和坚定乐观的信

念，是推动冯友兰先生从事哲学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构成了新理学体系总

的基调。冯友兰倾其一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做出了不朽的哲学上的努

力，永远值得感佩。 

五、用哲学抗战的理性实践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会通中西文化建构的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哲学体系。

                                                        
①余敦康：《冯友兰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1 期。 
②张军：《书生报国笔如刀》，《光明日报》2006 年 12 月 27 日，第 12 版。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5 页。 
④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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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之际所著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著作。贺麟在《50 年来的中国哲

学》里曾说冯友兰是“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

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则认为，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

有划时代的地位”。张岱年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

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从其内容来说，冯先生的中西结合主要是中国的正统派哲学

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的结合，亦即中国的古典理性哲学与西方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结合，亦即

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的结合。① 
冯友兰把程朱的理、气作为新理学最基本的范畴，同时又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对

之进行了改造，因而冯友兰的理气观与程朱的理气观又有所不同，同时，冯友兰也看到了新

实在论的某些不足，于是又以程朱之长，补新实在论之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气观。新

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在异己文化的哲学思想而前，在准确的理解它和有选

择地吸纳它的同时，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质。对固有文化中的异己的哲学思想也抱着宽容的

理解与借鉴的态度，从而能在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已经凝固了的、衰微的儒学理论形态，展现

出新的风采。而其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虽有对传统哲学某种程度的“曲解”，但其“中西

会通”的立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是一种基于哲学、文化本身来衡论中西的立场，至于这

个哲学、文化的民族倾向则是第二义的。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非常重视哲学的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强调的

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他认为，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就

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绝不是单纯的理智

问题，或只有理智成分。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任何哲学都是民族

的哲学，而“民族”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有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
②
在日

本侵略的时代大背景下，民族性显然被冯友兰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其创作激情源于对抗战胜

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旨在激励全民抗战。 

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早在 1937 年，冯友兰的多年老友、著

名的经济学家陈岱荪在长沙临时大学曾亲耳听到他解说之所以计划写“贞元六书”的这个宗

旨，后来高度评价说：“芝生先生不只是大学问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更是一个

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人。”③相比较而言，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熊十力、金

岳霖和冯友兰，熊十力的哲学是“新心学”，侧重的是宇宙和生命本体，多一些人本主义的

色彩；金岳霖侧重于对事理进行分析，而对于社会和人生问题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的哲学纯

粹是哲理性的。冯友兰早年留学新实在论的大本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这可能是

其哲学思考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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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岱年：《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中州学刊》1991 年第 2 期。 
②蒙培元：《理性与情感——重读<贞元六书>、<南渡集>》，《读书》2007 年第 11 期。 
③《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